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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政策是否驱动城市产业升级
———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法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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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日益迫切的背景下,探讨创新驱动政策如何牵引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和

升级,是切实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推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程中的关键问题。 本文将中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

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 2006—2019 年 281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该政策对城市产业结构调

整的影响。 结果发现:①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推动了城市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但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并不显著。 这

一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②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效应在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较高的城

市、经济发展模式不完全依赖资源禀赋的城市及位于城市群经济带的城市中更为显著,更易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调整。 ③机

制分析进一步表明,该政策通过扩大数字经济规模、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及提升人力资本供给,对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了

显著的正向作用。 研究结论从实证角度揭示了创新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路径,并为提升政策施行效果、促进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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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和优化升级,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

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经济的稳定增长离不开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产业

层面的创新调整,这对于中国维持高水准的发展态势至关重要。 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日渐疲软

的国内需求及产业领域逐渐增加的风险隐患,全面深化开放创新格局已成为紧迫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于 2005 年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要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

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地方城市创新政策的先行示范,是中国在当前时

期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引领力量,对于维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健态势具有决定

性作用。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渐进式城市层面政策,于 2008 年 6 月在深圳特区率先推行。 迄今

为止,经过多轮批复工作,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已经覆盖了 103 个城市(区),共包括 97 个地级市,4 个直辖

市城区和 2 个县级市,呈现全国布局的分布特征。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核心是通过多元化的政策工具组合推动城市创新生态的完善。 具体政策包括:财政支持、数字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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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政策、产学研协同政策、人才政策、产业园区建设支持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这些政策工具通过“政
策包”形式协同作用,旨在系统性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与产业竞争力,并且立足于培育创新驱动发展动力,
提升城市创新生态环境,增强区域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由此带动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政策着力培育

战略性新兴产业,利用新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同时推动现代服务业向高品质发展。 这

一过程加速了技术成果转化,提升了产业附加值,促进了创新要素集聚,从而构建起以创新为驱动的现代产

业体系。 试点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增强了城市经济韧性,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重要支撑。 历经 16 年的长期建设,创新型试点城市已经成为带动中国创新发展的经济高地,具有“以点

带面”的区域示范效应[1] ,是提升振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这种力量对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

的影响不容忽视,同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动态关系也备受国家层面关注。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

展规划》提出以技术创新驱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强调通过数字技术创

新,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中强

调通过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通过创新驱动,推动资源从低效产业向高效产业流动,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在这种丰富的政策内涵下,创新试点政策对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造成了何种影响? 进一步,内在的影

响机制又是什么? 虽然对于创新试点政策影响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涉及创新对产业结构的分析缺乏更

为详细的系统性探索。 从现实情况出发,城市产业结构的变迁离不开创新的驱动效应,无论是促进传统产

业向高生产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绿色低碳方向升级转型,还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智能现代化服务业

等新兴产业的比重加大,背后都是基于强化创新的目标指引与技术支撑。 正是由于创新在产业结构调整中

的核心作用,那些创新活动频繁、创新资源集聚的城市,往往具备更强的产业结构调整能力与动力。 这些城

市不仅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还能依托创新生态培育新兴产业,从而在产业结构调

整中占据先机。 因此,创新高发的城市具有更高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概率与倾向。
鉴于此,从城市产业结构层面考察创新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以识别创新试点政策与城市产业结构之

间的关联关系,对创新城市的建设发展,特别是在促进中国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和指导意义。 本文基于中国 281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和渐进式双重差分法研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产业结

构调整的影响,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①在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的基础上,拓展

考察了其对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效应。 发现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推动了城市产业结构的高度

化,但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并不显著。 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数字经济规模效应,资源配置优化效

应,人力资本供给效应等方面,阐述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影响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机制,丰富了相关

研究。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1. 政策实施与产业结构变迁

产业结构是城市经济增长过程中极其关键的体系框架组成部分,目前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研究

集中于宏观层面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这也是产业结构优化的两个基本路径。 基于现有

分析,城市产业布局一直处于动态调整中,并且遍布着政府的身影。 首先,基于政府治理视角,不同政府治

理模式对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具有显著差异[2] 。 例如,存在环境目标约束时,地方政府通过加强环境规制,调
整产业政策和财政支出结构等行为推动当地产业转型升级[3-5] ,同时还通过设立巡回法庭来减少地方行政

对司法的干预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6] ,可以看出政府的引导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

方向。 那么各类政策作为政府最直接的经济行政工具,对于产业结构又有何影响? 可以明确的是,从中央

到地方,各级政策的制定实施都将推动经济增长作为共同目标,最终的政策效果会因政策的差异呈现区别。
Aghion[7]认为产业政策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发挥效用,有为政府的作用得到体现,不同产业政策的出台与

实施显著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8] 。 例如,相较于税收优惠政策,政府财政激励政策能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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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有效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增长[9] ,低碳政策也同样促进地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10] 。
2.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效应分析

目前对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效应的研究已非常丰富,围绕着“创新创业,绿色经济发展,企业转型”等方

向有深入讨论。 冉征和郑江淮[11]与闫昊生等[12]都认为通过创新型试点政策可以在创新的量和质中提升企

业创新能力。 同时王晗等[13]也继续深入检验了创新政策对于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 与企业创新能力表征

相类似,姜浩和邓峰[14]与韩国高等[15]发现试点内的企业更加易于开展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出口技术复杂

度也得到了提升[16] 。 城市的创业氛围及创业活跃度依托创新型城市试点变得更加明显[17-18] 。 在环境保护

方面,借力创新政策以实现双碳目标[19] ,减污降碳[20] ,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1] 及城市能源利用效

率[22] ,最后实现绿色发展[23]等得到了相应实证检验。
3. 创新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现有研究从不同视角来分析创新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付宏等[24]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创新活

动效率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 易信和刘凤良[25] 通过包含金融中介部门的多部门熊彼特的内生增长模

型理论发现技术创新的“水平效应”与“结构效应”加速产业结构转型。 张营营等[26] 与宣烨和彭婕[27] 发现

创新型城市试点的建设能够促进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和结构升级;这为探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产业结

构调整的影响提供研究基础。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发现创新确实会对产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也从多方视角检验了创新型城市试点

政策的实施效应。 但从研究产业结构的文献来看,将创新试点政策作为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少,尽管张营营

等[26] ,宣烨和彭婕[27]及胡兆廉等[28]的研究中已经体现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但是其

关注到产业结构变迁的分析探讨较少,并且影响机制的研究尚需继续深入。 因此,仍需进一步研究创新试

点政策对于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二)理论分析及假设

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这也是推动城市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过程。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是指在不同产业之间实现发展状态的平衡,各产业之间互相扶持与促进,
共同推动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产业结构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产业

转变的过程,这种动态过程伴随着数字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及人力资本提升。 城市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

度化与创新政策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创新政策通过政府引导技术创新和产业协同,直接影响产业结构的

转型升级,进而推动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在高度化过程中,创新政策起到了促进产业技术提升和附加

值增长的关键作用。 产业竞争力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还取决于创新和技术的引领作用。 创新政策推动高

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并通过建设创新平台、完善基础设施等措施,推动产业不断

向智能制造、高端服务等高附加值领域扩展。 通过鼓励科技创新、优化产业链,创新政策帮助城市实现产业

结构从传统制造业向技术驱动型、创新导向型产业转型。 此外,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技术协同效应是创新政

策促进产业高度化的重要机制。 Porter[29] 提出,产业集群通过集聚创新资源、促进企业间的协作和技术溢

出,能够加速区域经济的高技术发展。 政府通过制定创新驱动政策,促进企业之间的知识分享和技术交流,
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融合,进一步提升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从而实现产业的高度化。 然而在这

种框架下,产业发展一味地向高新技术化倾斜,则很容易忽视产业结构的均衡和协调性,技术创新带来的高

技术产业集聚在一定程度上牵引要素配置的变化,反而引起产业部门要素结构的非一般性均衡变动,这不

利于城市在创新政策下的整体产业的合理优化调整。 因此,在不同城市背景下,是通过创新政策集中促进

产业高度化有利于城市经济发展,还是依据城市自身优势进行产业的合理优化,二者的优先级值得探讨。
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推行能促进城市产业结构调整高度化,但不一定会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H1)。
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促进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作用机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创新型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数字经济规模效应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进而促进城市产业结构高度

化。 产业结构的发展长期以来离不开技术创新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技术升级的典型代表,数字经济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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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带来的智慧赋能成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动力[30-31] 。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以下方面来促

进数字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看,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政策和企业数字化转型

补贴显著扩大了数字经济规模。 从细分角度看,首先,政策引导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创新型城市试点

政策通过政府的直接主导或侧面引导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包括税收优惠在内等措施的实施

推动了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同时大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等数字经济核心业务布局得到了快速发展,
以此吸引了大量的数字经济企业落户城市,形成了良好的数据经济规模生态。 其次,通过推动数字化转型,
促进数字产业集群与产业跨界融合。 在试点城市中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容易实现已得到检验[15] ,多个企业形

成的数字产业集群能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提升城市整体的数字经济竞争力。 数字经济的持续创

新与发展源源不断地给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调整带来充足资源支撑,帮助产业内企业更好的融入现代化数字

智能发展途径,与此同时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32] ,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实现高度化。
第二,创新型试点政策可以通过资源配置优化效应促进产研学高效协同,进而促进城市产业结构高度

化。 产业结构的升级本质上依托于技术的持续创新及其与市场效益的有效对接,而这一过程要求政府在资

源配置中高度重视科研投入的持续增加。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以其显著的科技导向特征,为资源配置的优

化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同时该政策科技专项资金分配和产学研合作平台建设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 具体而

言,该政策通过设立专项资金管理与技术产出激励机制,促进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之间的科技资源

共享,推动重大科研攻关项目的实施。 这种协同创新机制不仅显著提升了科研资金的使用效率,还加速了

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进程。 在此基础上,科技支出的增加进一步发挥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它推动了传统产业

的技术改造与升级,促使其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方向转型;另一方面,它为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发展提

供了关键支撑。 政府通过加大对创新型企业、科技孵化器及产业园区的投入,为新兴产业营造了良好的发

展环境与资金支持,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向高度化、现代化方向演进。
第三,创新型试点政策可以通过人力资本供给效应促进人才高精尖供给,进而促进城市产业结构高度

化。 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在于人力资本的匹配度与充足性,而中国劳动力供给对产业结构转型具有显著影

响[33] 。 只有持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才能为产业向高端化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创新型

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多重机制优化人力资本供给:一方面,该政策鼓励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加大对高等教育

的投入,特别是在科技创新领域,通过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培养大量高学历人才[34] 。 另一方面,政策通过改

善人才引进机制、完善人才发展环境等手段,促进高端人才的集聚与留存,从而实现对高精尖劳动力的培养

与吸引。 这些措施不仅提升了城市的创新能力与经济竞争力[35] ,还为产业结构高度化提供了关键的人才保

障。 正如“创新大计,人才为本”的理念所示,建设高质量的人才蓄水池与孵化器,探索以人为本的创新型城

市发展路径,正是从核心关键处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向高度化、现代化方向演进。 图 1 展示了本文所构建的作

用机制分析框架,该框架揭示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三重作用效应及其内在逻辑关

系。 从系统动力学的视角来看,数字经济规模效应、资源配置优化效应和人力资本供给效应并非孤立存在,
而是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协同演进的有机整体。 具体而言,数字经济规模效应通过扩大市场规模、降低边

际成本,为技术创新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持续的经济动力;资源配置优化效应则通过大数据分析和

智能算法,显著提升了科研投入和技术转化的效率,确保了创新资源的最优配置;人力资本供给效应通过数

图 1　 作用机制

字技能培训和高端人才引进,为前两个效应的实现提供

了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这三个效应在相互作用

中不断强化,形成了一个正向反馈循环,推动城市产业结

构向高端方向转型升级。 从政策实施效果来看,创新试

点政策通过激发多层次创新活力、促进产业链协同升级,
直接加速了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进程,这也在实证研究

中得到了充分验证。
基于上文陈述,本文继续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过数字经济规模效应促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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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产业结构高度化(H2a);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过资源配置优化效应促进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H2b);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过人力资本供给效应促进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H2c)。

三、研究设计,变量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随着深圳市在 2008 年成为第一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城市,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分批次逐步扩大

城市试点,并且这是与城市产业结构布局外生的政策冲击,因此可以将该政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
检验政策对城市产业结构布局的影响效应,构建如式(1)所示的渐进式多时点 DID 计量模型。

                        

Ind_layoutit = α + βIncipyit +X′itΓ +μi +τt +ξit    (1)
其中: Ind_layout 为城市产业结构; Incipy 为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 X′itΓ 分别为一系列协变量和其参数估计

值; μi 为个体固定效应; τt 为时间固定效应; ξit 为随机扰动项;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城市和时间;α 为常数项;
β 为核心估计参数,表征了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在创新型试点政策的影响下变化效应。

(二)变量设定

1. 被解释变量

城市产业结构 ( Ind_layout)。 为了探究城市产业结构在创新城市试点政策下的变化调整,本文对城市

产业结构基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产业结构的衡量:一是参考干春晖等[36] 的方法构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利
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二是参考袁航和朱承亮[37] 的产业结构合理化

( rational),具体计算公式如式(2)所示。
                                     

rational = ∑
3

n = 1
sn ln

sn
ln

,
 

n = 1,2,3
         

(2)

其中: ln 为当年产业从业人员占据全市总就业人员的比重; sn 为当年产业的增加值。
2. 核心解释变量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 Incipy)。 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城市类型虚拟变量

(Group,城市为处理组时 Group= 1,城市为控制组时 Group= 0)和试点政策实施时间虚拟变量(Post,将政策试

点实施前后的变量分别设置为 0 和 1)的交互项(Group×Post)来代理政策处理效应( Incipy)。
3. 控制变量

在城市层面存在很多会影响产业结构的其他因素,因此选择以下关键影响因素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
①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衡量,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城市,因为自身的城市经济优势,相较

于其他地区更容易进入产业升级的常态化[38] ;②金融发展水平,其中城市经济密度以每平方千米承载 GDP
的大小衡量,体现出城市是否存在产业经济集聚效应,从而形成规模效应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金融发展水平

以银行存贷款与地区 GDP 的比重衡量,市场可利用资金的丰腴度会影响产业优化的发展投入;③教育水平

支出,教育水平支出以全市教育支出与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衡量,教育水平支出体现出当地政府对于教

育的重视程度,产业发展的驱动需要高素质人力资源的供给;④城镇化水平,用城镇内私营人员数和个体从

业人员数占城镇从业总人数比例衡量,城镇化水平越高,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倾向越大[39] ;⑤环境规制强

度,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衡量政府在环境规制水平中的强度,环境规制的强度越大,造成污染或者资

源损耗的产业就会被逐渐淘汰,从而促成产业的升级;⑥互联网普及率,用国际互联网用户数与城市常住人

口比重衡量,互联网是产业智能化和数字化最重要支撑工具,同样也是产业链内与外沟通交流传递信息最

重要的平台,互联网的普及极大地便利了商业往来;⑦基础设施,用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册数衡量。 ⑧财

政投资力度,用固定资产投资与政府财政一般支出的比重衡量。
(三)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 2006—2019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

年鉴》及各地级市统计公报,对于缺失的数据使用线性插值尽可能补齐,或通过查阅各城市统计公报进行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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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并对被解释变量等连续性变量进行异常值剔除和缩尾。 本文以 2006—2019 年 281 个地级市,75 个国家

创新型试点城市(昌吉市和石河子市因数据缺失除外)为考察对象展开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1。 由

表 1 的结果可知,基础设施、互联网普及率和环境规制的标准差较大,数值上的变化幅度较为明显;而教育

支出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标准差较小,其余的变量指标整体上都具有较为一致的波动。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高级化 3997 0. 914 0. 465 0. 250 2. 950
产业结构合理化 3997 0. 275 0. 204 0. 000 0. 890

核心解释变量 政策虚拟变量 4054 0. 144 0. 351 0. 000 1. 000

控制变量

市场化水平 3997 1. 094 0. 748 0. 050 17. 140
金融发展程度 3997 2. 235 1. 179 0. 560 21. 300

环境规制 3997 79. 820 23. 332 0. 240 184. 800
财政投资力度 3997 4. 636 1. 918 0. 010 13. 770
经济发展水平 3997 10. 412 0. 722 4. 600 13. 060
城镇化水平 3962 0. 511 0. 165 0. 120 1. 000

教育水平支出 3997 0. 182 0. 043 0. 000 0. 380
基础设施 3997 62. 790 197. 749 1. 000 7937. 000

互联网普及率 3865 17. 220 30. 863 0. 010 1195. 020

机制变量

数字经济规模效应 3962 2. 771 2. 568 0. 290 35. 700
资源配置优化效应 4065 9. 793 1. 617 -2. 040 15. 530
人力资本供给效应 3956 0. 020 0. 027 0. 000 0. 190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在基准模型部分,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实证检验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于城市产业结构

调整的效果,回归结果见表 2。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上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
是对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表 2 的(4)列可以看出,在增加了相关的城市层面控制变量之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产业结

构高度化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下显著,相较于政策前水平,政策后处理组提升 0. 043 个单位,说明创新政策引

导着城市内的数智化和科技化服务业的发展,实现了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调整,这与张营营等[26] 及宣烨

和彭婕[27]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与现有研究不同的是,从表 2 的(1)列和(3)列可以看出,在增加控制变量前

后结果均不显著,表示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无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试点内的城

市过度关注高端产业与服务业的技术优化,往往集中资源于高技术产业,忽视传统行业转型与优化,导致资

源配置不均衡。 同时,政策倾向于支持特定领域,缺乏对产业协调发展的整体考虑,造成产业间的协调性不

足,难以实现合理化发展。 市场需求与技术创新脱节,限制了整体产业结构的均衡发展,并且(3)列的政策

系数并不显著,可以推断创新政策无法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H1。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高度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高度化

政策虚拟变量
0. 001

(0. 106)
0. 083∗∗∗

(5. 843)
-0. 003

( -0. 485)
0. 043∗∗∗

(3. 305)

市场化水平
0. 001

(0. 285)
-0. 007

( -1. 230)

金融发展程度
0. 003

(0. 430)
0. 084∗∗∗

(4. 254)

环境规制
-0. 000

( -0. 806)
0. 001∗∗∗

(4.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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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1) (2) (3) (4)

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高度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高度化

财政投资力度
-0. 003

( -1. 555)
-0. 021∗∗∗

( -5. 984)

经济发展水平
-0. 044∗∗∗

( -3. 505)
-0. 278∗∗∗

( -5. 008)

城镇化水平
0. 025

(0. 873)
-0. 259∗∗∗

( -3. 653)

教育水平支出
-0. 018

( -0. 254)
0. 763∗∗∗

(4. 865)

基础设施
0. 000∗∗

(2. 281)
-0. 000∗∗∗

( -4. 153)

互联网普及率
0. 000∗∗

-0. 003
-0. 000

( -0. 976)

常数项
0. 059∗∗∗

(4. 071)
0. 7968∗∗∗

(11. 571)
0. 469∗∗∗

(3. 796)
3. 204∗∗∗

(5. 997)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997 3997 3837 3837
调整后 R2 0. 846 0. 850 0. 847 0. 890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对应的 t 值;∗∗∗ 、∗∗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二)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效应分析

本部分参考白俊红等[17]的做法,基于事件研究法来检验样本是否符合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实施时间

点之前保持一致的变化趋势,即是否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同时考察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影响城市整体产业

结构调整的动态效应。 由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是分批次进行的,所以并不能将政策时间虚拟变量在

同一个年份进行设置,因此本文在式(1)的基础上构建式(3)。
　 Ind_layoutit = α +β1Pretime4it +β2Pretime3it +β3Pretime2it +β4Pretime1it +β5Currentit +

β6Posttime1it +β7Posttime2it +β8Posttime3it +β9Posttime4it +X′itΓ +μi +τt +ξit     (3)
其中:时间虚拟变量变量 Pretime、Current 和 Posttime 分别表示各城市政策实施前 n 年、当年和后 n 年的观

测值。 本文的样本选择为 2006—2019 年的城市面板数据,但由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批次时间最早

为 2008 年,最晚为 2018 年(最新设立时间为 2023 年,不在样本区间) ,所以本文选择政策实施当期为基

期,同时选择事前 4 期,事后 4 期来尽可能的考察政策实施效果。 可以从平行趋势检验图(图 2)的结果

看出,政策实施之前的相对时间虚拟变量都较小且不显著,说明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实施之前的时期,
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城市样本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通过了双重差分模型所要求的平行趋势检验。 在政

策的动态效应中可以看出,政策实施后,处理组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效应显著提升,且在政策实施后的第 1 年

和第 2 年达到峰值,随后逐渐减弱。 这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在短期内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有显著的促进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政策效应逐渐减弱,可能存在边际效

应递减的现象。 这种动态变化可能源于以下原因:首先,政
策实施初期,地方政府对创新政策的关注度较高,资源投入

较大,因此政策效果较为显著。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

关注度可能下降,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资源分配

不均或执行力度减弱的情况,导致政策效应逐渐减弱。 其

次,试点城市在政策实施初期迅速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但随着产业结构逐渐趋于稳定,进一步调整的空间有限,政
策效应的边际贡献也随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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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1. 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控制变量以外的遗漏变量等不可知因素对本文政策实施评估结果的干扰,本文与现有研究一

样,通过构造安慰剂检验来判断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是否是由其他的不可知

图 3　 安慰剂检验

因素引起的。 本文的计量模型为多时点 DID,从所有样本中

随意选取与原处理组相同数量的样本,并需要同时设置随机

生成 伪 处 理 组 ( Rd _ Group ) 与 伪 政 策 冲 击 虚 拟 变 量

(Rd_Post) ,构建城市与政策时间随机的新处理组。 具体地

说,本文构建伪创新型试点城市对全体城市样本的 500 次随

机冲击,每次都会随机生成处理组及政策冲击时间,从而得

到随机的 500 组虚拟处理组 Rd_Group × Rd_Post ,结果输出

如图 3 所示。 随机化后的交互项估计系数分布于 0 的附近,
且绝大多数的 P>0. 1,并且系数基本位于真实值 0. 3(图 3 中

垂直虚线)左侧,这表明双重随机处理后,政策效果在显著性

和作用强度方面均有大幅削弱,间接证实了本文结论的稳

健性。
2. 基于 PSM-DID 方法的估计

由于可能在观察样本方面存在选择性偏差的问题,为克服创新型城市试点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的系统

性差异,参考现有文献的普遍做法,进一步基于多时点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进行稳健性

检验。 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不同于同时点 DID 模型的估计,文本使用构造截面 PSM 和逐期 PSM 进行倾

向匹配得分。 具体的操作如下:首先将基础设施、金融发展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普及率、教育水平支

出设定为匹配变量,运用卡尺最近邻匹配方法为所有创新型试点城市匹配出满足条件的对照组。 其次分别

按照两种方法进行平衡性检验。 最后运用多时点 DID 方法重新估计创新型城市试点对于城市产业结构变

迁的影响。 表 3 中的(1)列和(2)列展现了两种方法下的 PSM-DID 的估计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政策效应

的系数依旧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进一步验证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于城市产业结构的

调整的促进效果的稳健性。
3. 替换被解释变量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已经检验了试点政策确实会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考虑结果的稳健性,参
考现有的做法构建产业结构变迁指数: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替代产业结构高度化,结果如表 3
的(3)列所示。 由结果可知,不论采用哪种方法来度量城市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政策效应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4.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在本文的样本期间内,国家也颁布了两项与本文紧密相关的城市试点政策:一项是 2010 年开始试点的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另一项是 2012 年开始的智慧城市试点政策。 为了排除这两项政策影响,本文在式(1)
的基准模型中加入低碳城市试点与智慧城市试点这两项政策实施的年份虚拟变量,通过协变量的形式控制

这两项政策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 3 的(4)列与(5)列所示。 在对两类城市政策给予了控制后,政策效应的

系数依旧显著为正,证明结果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稳健性。 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效应系数为负,则说明实施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可能会对那些能源消耗大和排放量高的产业造成限制,促使这些产业发生地理上的迁移

或者经营方式上的改变,这种变化可能会短期内对城市产业向高端化发展造成影响。 对于那些以传统高碳

产业为经济支柱的城市,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推行可能会导致它们必须调整产业结构,这个过程可能会带

来经济上的负担和转型上的难题。 同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可能会在地理上产生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

的碳中和技术发展,但这种效应可能会导致资源和关注点的分散,对单个城市产业升级至更高端水平的过

程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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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截面
PSM

逐期
PSM

替换
被解释变量

排除智慧
城市试点

排除低碳
城市试点

(6)
CSDID

政策冲击前 政策冲击后

政策虚拟变量
0. 082∗∗∗

(2. 896)
0. 045∗∗

(1. 994)
0. 017∗∗

(2. 378)
0. 047∗∗∗

(3. 714)
0. 053∗∗∗

(4. 123)
0. 011

(1. 832)
0. 147∗∗∗

(4. 982)

智慧城市试点
0. 000

(0. 020)

低碳城市试点
-0. 040∗∗∗

( -3. 89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733 2982 3823 3837 3837
调整后 R2 0. 572 0. 598 0. 907 0. 891 0. 891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对应的 t 值;
 ∗∗∗ 、∗∗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5. 多时点 DID 异质性处理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缓解多时点 DID 计量模型可能存在的异质性问题,本文在该部分更改实证模型进行检验,借鉴现

有文献[17]的方法,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法(CSDID)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3 的(6)列所示,CSDID 模型结果与多

时点 DID 结果保持一致。
(四)异质性检验

本文的异质性检验围绕着以下 4 个方面进行。
1. 城市等级异质性

为了考察城市行政级别对政策效应的影响,本文设置城市等级虚拟变量(Citylevel),并将城市分为高等

级城市和普通地级市。 其中,高等级城市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将高等级城市的虚拟变量设

置为 1,普通级城市等级虚拟变量设置为 0,进行分组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4 的(1)列所示。 结果表明:
在城市等级虚拟变量为 1 时,政策效应系数显著为正。 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在于高等级城市往往聚集

了大量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其技术创新和科研能力更为强大。 城市中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科研投资,为
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可以看到上海的创新试点政策能够有效促进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高技

术领域的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高等级城市的政策实施往往更加灵活和有效。 这些城市通常具有更高的治

理能力和资源调配能力,能迅速响应市场需求及政策导向。 此外,较高的城市等级使得其在全国甚至国际

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推动其加大对高技术产业的投入。 高等级城市必须应对激烈的经济竞争,因此

更积极地运用创新试点政策,有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和推动可持续发展。
2. 城市就业比重异质性

城市本身原有的产业就业人数比重结构体现城市自身的产业发展倾向,本文设置第三产业就业虚拟变

量( Inthird),进行分组异质性检验。 如果城市当年的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大于 50%,则 Inthird= 1,其余则为 0。
结果如表 4 的(2)列所示,在添加控制变量后,政策效应的系数显著为正。 可能的原因在于当第三产业占据

就业主导地位时,城市经济向服务导向转型,推动着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发展。 这种转型需要

创新的频繁发生,政策的推动作用在此过程中更加凸显。 创新试点政策通过提供财力支持和研发激励,推
动服务行业,特别是金融、信息技术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发展。 较高的第三产业比重意味着市场对专业

服务、技术服务的需求增加,这推动企业在技术和管理上的不断创新。 此时,创新政策通过加快技术成果的

转化,提高了服务业与科技的结合,从而促进品牌建设与竞争力提升。 同时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优化往往

伴随着人才素质的提升,创新政策能够通过教育和培训项目增强劳动力的素质,进而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高素质人才的涌入和培养,使得城市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变化与市场需求。

3. 城市资源禀赋异质性

城市产业结构的演化形成与城市本身的资源禀赋紧密相关,本文根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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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2013—2020 年)》中所界定的资源型城市名单进行分组异质性回归,将城市分为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

城市。 资源型城市主要依赖自然资源(如煤炭、石油等)作为经济支柱,而非资源型城市则更多依赖服务业

和制造业的综合发展。 结果如表 4 的(3)列所示,当城市为非资源型城市时,创新型试点政策对于城市产业

结构的影响最为显著。 可能原因在于:在中国,非资源型城市通常依赖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综合发展,面临产

业转型和升级的紧迫性。 非资源型城市通常缺乏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传统产业,这使得它

们在面对市场竞争时显得脆弱。 因此,仅依靠资源优势已不能支撑可持续发展,必须通过创新来提升竞争

力。 创新试点政策通过政策支持、资金补助和科技培训,促使这些城市在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方面快速

转型。 与此同时,创新是推动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的核心动力。 在非资源型城市,实施创新试点政策

不仅激励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还促进了服务业和高科技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这一过程中,通过技术

引入和更新,企业能够实现流程优化和成本控制,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推动整体经济的合理升级。
4. 城市区域集群异质性

城市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效应为城市带来的发展是肉眼可见的,为了考察地区经济合作的规模效应是

否会影响试点城市的产业结构变迁,本文选择以是否为长江经济带的城市分组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 4
的(4)列所示。 当一个试点城市位于长江经济带时,其产业结构高度化调整的效应更为显著。 可能的原因

在于:长江经济带的城市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长江经济带幅员辽阔,涵盖了多个经济发达区域,
城市间由于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和市场广阔,形成了良好的互补状态,为经济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些城

市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经济高效协同存在可能。 创新试点政策能够有效推动技术共享和资源整合,帮助城

市之间实现跨区域合作与竞争,进一步提升了产业的附加值。 同时,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拥有丰富的人力和

科技资源,城市间的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相互合作,为创新政策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因此,创新试点

政策的支持能够激励更多科研项目落实并应用,增强服务业和高科技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的

高度化。

表 4　 异质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城市等级 城市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非资源型城市 长江经济带

政策虚拟变量
0. 131∗

(1. 799)
0. 091∗∗∗

(4. 027)
0. 043∗∗∗

(2. 780)
0. 092∗∗∗

(5. 739)

常数项
4. 426∗∗∗

(4. 064)
3. 473∗∗∗

(3. 360)
5. 629∗∗∗

(9. 781)
3. 380∗∗∗

(7. 24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476 2304 2336 1505
调整后 R2 0. 932 0. 898 0. 907 0. 881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对应的 t 值;∗∗∗ 、∗∗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五、进一步研究

(一)机制检验

在本文前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参考江艇[40] 的研究构建如式(4)所示的机制检验模型,以分析国

家创新城市试点政策对于城市产业结构的变迁影响。
                        

Mechaniseit = α + βIncipyit +X′itΓ +μi +τt +ξijmt      (4)
其中: Mechanise 为机制变量,本文依次采用数字经济规模效应,资源配置优化效应及人力资本供给效应的

三个变量分别替换进行回归分析。
(1)数字经济规模效应。 基于前文论述,数字经济的规模化发展是城市产业结构持续高度化的动力,本

文参考王琴等[41]构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方法,形成了一份中国 281 个地级市 2006—2019 年数字经济基

础设施指标,代理城市数字经济规模的衡量,结果如表 5 的(1)列所示。 数据显示,政策效应的系数在 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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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落地实施促进了城市数字经济规模的提升,从而推动城市产

业结构调整的高度化。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推广拉动了城市“数智化,优享化”的数字经济体系建设,以
规模效应带动产业内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基于此,假设 H2a,创新型城市试点政

策通过数字经济规模效应促进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得到验证。
(2)资源配置优化效应。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需要政府精准和强化对于科技行业的公共支出,本文利用

地方政府科学技术支出来代理政府对于技术进步的关注度,体现政府在进行财政资源配置时对科学技术发

展的支持,以减少财政资金在其他部门的低效率使用。 从表 5 的(2)列可以看出,政策效应的系数在 1%的

水平下显著为正。 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落地所释放的信号,让地方政府更意识到加大科技研

发资源投入的重要性,更多的资金从政府部门流向研发与实践部门。 科技支出水平持续提升,为城市产业

结构的高度化奠定坚实的物质资源供给基础。 基于此,假设 H2b,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过资源配置优化效

应促进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得到验证。
(3)人力资本供给效应。 产业结构的调整最重要的就是各类人才资本的及时供给,本文借鉴才国伟和

刘剑雄[42]的研究使用的人力资本水平(计算方式为全市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 / 全市年末总人口)作为代

理变量来衡量城市的人力资本供给,结果如表 5 的(3)列所示。 在增加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情况下,政策

效应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极大提升了城市高等教育水平。 高学历人才培养模式

更加成熟,人才储备更加丰富,可以优化升级行业人才蓄水池,更好地匹配产业结构的调整。 基于此,假设

H2c,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过人力资本供给效应促进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得到验证。

表 5　 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数字经济规模效应 资源配置优化效应 人力资本供给效应

政策虚拟变量
0. 180∗∗

(2. 523)
0. 233∗∗∗

(5. 461)
0. 002∗∗

(2. 505)

常数项
0. 525

(0. 597)
-3. 176

( -1. 440)
-0. 008

( -0. 90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3683 3823 3782

调整后 R2 0. 887 0. 927 0. 929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对应的 t 值;∗∗∗ 、∗∗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二)拓展分析

为了更细致地体现本文的中心结论,即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会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本
文进一步考察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微观作用,通过构建细分行业就业结构指标进行

补充论证。 基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 / T
 

4754),本文系统整理 2006—2019 年

全国 279 个地级市的三位数服务业就业数据,重点筛选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GB63-64)、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GB73-75)等具有知识密集型特征的高技术服务业门类。 本文构建的高技术服务业就业占

比指标(HTSP),通过捕捉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的技术结构变迁,能更精准反映产业升级的质量维度。 具体计

算公式如式(5)所示。

HTSP=
 高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总和

 

第三产业总就业人数
  

         

(5)

表 6 的(4)列回归结果显示,在加入控制城市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及控制变量后,创新型试点政策

对 HTSP 的促进效应在 1%水平显著。 这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实施不仅推动产业间结构转型,更显著提

升服务业内部的技术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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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拓展分析

变量
(1) (2) (3) (4)
HTSP HTSP HTSP HTSP

政策虚拟变量
0. 0334∗∗∗

(17. 922)
0. 0129∗∗∗

(8. 869)
0. 0226∗∗∗

(10. 988)
0. 0126∗∗∗

(8. 795)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常数项
0. 0696∗∗∗

(124. 387)
0. 0664

(19. 158) ∗∗∗
0. 0126

(0. 745)
0. 0482∗∗

(2. 323)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个体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样本量 3818 3818 3683 3683
调整后 R2 0. 1096 0. 7511 0. 1596 0. 7687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对应的 t 值;∗∗∗ 、∗∗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强调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下,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势在必行,深入分析影响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

因素,有利于提升施政精准性,对持续推进产业供应链结构性改革,助力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的意义。 本文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 2006—2019 年 281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利用多时点 DID 模型评估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样本观测期

内,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但对城市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没有显著提升,基
础结论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通过。 在异质性研究中发现,行政级别更高的城市,位处城市群经济带

的城市,不完全依靠资源禀赋发展的城市,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于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效应更为

明显;就城市本身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来看,高比例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城市更容易进行产业结构高

度化的调整。 机制研究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数字经济规模效应,资源配置优化效应,人力资

本供给效应,对城市的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与合理化对城市发展具有深远的复合效应。 高度化倾向于推动经济增长、提升就业

质量及增强环境的可持续性,而合理化则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社会公平的实现及资源配置的优化。 对于

那些具备适宜条件的城市而言,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调整被认为是积极的,因为它能够促使经济体系向技术

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从而增强城市的全球竞争力,并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进而提升居民

的生活水平。 然而,在此过程中,也必须兼顾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以确保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并避

免对传统产业造成剧烈冲击或加剧社会分层现象。 因此,在适宜的条件下,城市进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调

整是有益的,但需审慎地平衡各方面因素,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基于此,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
(1)进一步深化创新型城市相关政策,通过着重发展数字经济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本文研究表明,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过数字经济规模效应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因此,政府可以加大对企业进

行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提供相应的资金补助、税收优惠和技术扶持。 此外,还要持续加强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如提升 5G 网络、物联网和云计算平台的覆盖率,以确保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能够顺利参与数字经济

的发展,鼓励高等级城市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周边城市的产业升级,形成区域协同创新的格局。 这样的

支持不仅便利传统行业的智能化改造,也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崛起,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全面升级。
(2)锚力提升人力资本素质。 人力资本供给效应揭示了优秀人才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 对于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较高的城市,创新政策应进一步推动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发展,提升服务业

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政府应深化与高等院校及职业培训机构的合作,制定针对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制造

业的专业化培训方案,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 同时还需吸引高层次人才涌入创新型城市,
推动其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

(3)促进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地方政府应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建立城市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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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和产业协作平台,以实现资源的有效共享和配置。 在产业链的上下游,各城市可以进行精细化的分工,共
同推动区域内的产业集群发展,提升整体的创新能力。 同时,政策制定者还应鼓励科研机构、企业与政府之

间建立新型合作关系,促进产业链纵向和横向的系统升级,打造区域产业网,增强区域经济的活力和韧性。
综上所述,通过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需从多个层面入手,包括强化数字经济的发展、提升人力资

本素质及促进区域间的合作,诚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不仅关注技术创新,还涉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而这一过程需要政府根据产业实际情况做出差异化的政策支持。 这样的举措将更有效地应对产业结构转

型中的各类挑战,为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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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s
 

are
 

validated
 

through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more
 

pronounced
 

policy
 

effects
 

in
 

cities
 

with
 

higher
 

administrative
 

levels,
  

greater
 

proportions
 

of
 

tertiary
 

industry
 

employment,
  

development
 

models
 

not
 

fully
 

reliant
 

on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those
 

located
 

within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c
 

belts.
  

Mechanism
 

analysis
 

furth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policy
 

positively
 

affects
 

industrial
 

structure
 

sophistication
 

through
 

three
 

channels:
  

expanding
 

the
 

digital
 

economy
 

scale,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enhancing
 

human
 

capital
 

supply.
  

It
 

empirically
 

reveals
 

the
 

pathway
 

through
 

which
 

innovation
 

policies
 

promote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providing
 

both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enhancing
 

policy
 

effectiveness
 

and
 

advancing
 

high-qualit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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